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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技术跨越式转移的制度—经济—文化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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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金 1, 2，谢永顺 1, 2，陈沛然 1, 2, 3，李绪茂 1, 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3.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国家在制度、经济、文化、技术等要素之间组成相互支撑、制衡、嵌套的平衡系统，而技术

的跨越式转移将会引起系统的失衡，造成“技术—环境”摩擦效应。本文试图构建技术与制度、

经济、文化平衡系统概念模型，进而凝练铁路—制度—经济—文化平衡系统模型，并以亚吉铁

路为例，分析铁路技术跨越式转移与属地国制度—经济—文化系统的适应性。研究表明，埃塞

俄比亚和吉布提仍处于农牧业阶段，而亚吉铁路作为电气化铁路技术，属于“跨越式”的技术转

移，脱离了属地国的既有发展基础，造成铁路技术与制度、经济、文化的不适应性。本文的研究

结论可以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承担铁路建设运维与推广中国铁路技术标准提

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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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经济、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的重要中介，
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1]。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均衡发展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技术转移
逐渐突破国家界限，成为发达国家实现技术经济效益拓展和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追赶与
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2]。

“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这一概念在 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上被首次提出和使用[3]，会议上把国家之间的技术输入和技术输出统称为技术转移。此后
技术转移研究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大学间技术创新与转移[4-5]、跨
国公司间的技术转移途径与效应[6]、制度影响下的技术转移[7-8]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9-10]

等，此类研究多以技术创新为起始点，以经济增长为落脚点，涉及企业、组织、地区、
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等多种尺度，围绕技术转移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有
两个观点对技术转移合理性与综合效益水平的分析具有启迪性：哈佛大学的罗斯布鲁姆
指出技术转移并非单纯地将技术从一处移植到另一处，并着重强调了技术与环境的适应
性；美国学者斯培萨认为技术转移是政府与企业间有组织、有计划、合理的技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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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技术转移的有序性和制度性[11]。中国将技术转移与人文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理
论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12]，围绕技术转移的理论体系[1, 13]、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14-16]、
技术转移与区域发展的关系[17-18]等议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整体来看，既有研究旨在
廓清技术转移的空间现象与区域创新发展间的关系，而考察制度—经济—文化对技术转
移的适应性研究则相对较少。实际上，有关社会与技术系统的界面及交互研究已在管理
学、社会学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以Trist[19-20]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科学
技术对个人、群体以及对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存在重要的影响，必须将技术系统与社会
系统进行共同考虑，确保两个系统相互协调；Hubing[21]则提出了技术的“接受”与“可
接受性”等问题，认为新技术的推动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并已
成为学界考察可再生能源[22]、核电[23]、PX项目[24]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概念切入点。另一方
面，现阶段的研究仍局限于技术的渐进式转移，侧重于同级别地区间的技术扩散问题，
然而技术落后地区的发展诉求和不断嵌入的全球化使得技术跨越式转移现象时有发生，
由此产生的“技术—环境”摩擦已成为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现实问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铁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但许多国家尤
其是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制度、经济及文化系统对这种“跨越式”转移的铁路技术产生
了一系列适应性问题，“技术—环境”的摩擦显现。铁路作为大型连通性基础设施，在深
度和广度上对一个国家形成显著的影响，铁路技术的转移或重大铁路干线的建设均对国
家既有制度、经济、文化系统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冲击，并导致相互间的再适应性调整。
少数学者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了中国海外承包工程中的文化冲突[25]，但有关中国
铁路与属地国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系统适应性关系的综合性研究鲜见。鉴于此，本文力
图构建铁路—制度—经济—文化平衡系统的概念模型，考察制度、经济和文化系统对铁
路技术的适应性机制，并以亚吉铁路为案例，识别亚吉铁路—制度—经济—文化系统发
展状态，论证制度、经济、文化对铁路跨越式转移的适应性。

2 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背景
2.1.1 技术与制度 早期受机械决定论和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经济学界形成“技术决定
论”与“制度决定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随后也有学者试图提出“共同决定论”或

“相互决定论”，但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解释力上都难以令人信服[26]。直至后来，在
制度经济理论的影响下，Nelson[27]首先从概念层面对社会制度与技术变化之间的互动关
系进行了探讨，并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看作为协同演化。Nelson认为生产中的具体
操作程序或技术可以称为“物质技术”，而劳动分工和生产中的协调与制度可以理解为相
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社会技术”。因此，在技术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技术”的
复杂结构需要相关社会群体来掌握，而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行动必须由“社会技术”来
支撑和协调，这就使得技术的变革通常会扩展到对制度的理解与认知，而制度的发展也
同样为技术进步提供新的机会与线索[28]。受“协同演化论”等理论的深刻影响，国内经
济地理学者逐渐在“技术—制度”理论与案例研究中取得相应突破。眭纪刚[29]在协同演
化框架下分析了技术与制度关系的理论内涵，并以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为
案例，讨论了在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和机制。林兰[30]、杨忍等[31]、吕
可文等[32]分别以德国汉堡市、中国环渤海地区、河南禹州为例，从不同尺度着手探讨了
产业转型与制度协同演化的时空特征。与此同时，路径依赖与区域锁定理论也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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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另一主流视角。路径依赖是旧制度和技术因多种原
因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则是对路径依赖的打破。在这种思维方式
下，对于技术与制度关系的思考成为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它们普遍反映了制
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自我强化机制带来的大规模收益递增，并认为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
时，制度变迁得到巩固和支持；但当其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
展，最终锁定在无效率状态[33]。在此基础之上，国内经济地理学者不但将其作为理解经
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进行引入，还对其赋予了相应的地理学的内涵，如尹贻梅
等[34]、贺灿飞等[35]、符文颖[36]均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对路径依赖
或路径创造理论进行了相应的拓展。然而这些研究始终强调的是技术与制度在区域经济
演化中应如何实现路径突破或路径创造，忽视了不同阶段下技术与制度的匹配适应关
系，也未触及到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力机制。
2.1.2 技术与经济 长期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早已深入人心，
由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技术更新等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丰硕。熊
彼得[37]认为技术创新通常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傅家骥[38]强调了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大量研究均论证了技术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在空间上技术对经济的作用效果并非是均质的，例如朱勇等[39]在对中国八大经济
区域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低于发达地区。其
次，经济与技术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单向的，例如周济[40]以“康氏长波”为参照，对涉及

“技术—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没有明确指出经济对技术的直接作
用；覃成林[41]论述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认为区域经济
基础对高新技术产业起到了“提供依托”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此外，经济对技术的
作用效果也并非总是正向的，例如，林毅夫等[42]验证了经济发展战略对技术进步影响的
假说，结论表明如果一个经济体所选择的目标技术超前于自身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则
会造成高额的技术模仿成本，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但相关论述较为简单，没有凝练成
易于推广的理论范式。整体而言，既有研究重视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单向作用，
而有关区域经济对技术进步的支撑研究则较少；注重“技术—经济”的正向相互作用，
忽视了不适宜的“技术—经济”配置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技术与经济二者间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式，尤其是在技术跨越式转移的背景
下，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迫切需要深入。
2.1.3 技术与文化 技术与文化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技术与文化二
者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认知。从古希腊时期的“技术—文化”对立说，到近现代时期的

“技术是一种文化”还是“文化是一种制度”的争论，再发展到当今普遍接受的观念——
技术与文化是互动的[43]，技术与文化的概念被不断深化，并逐步形成技术文化论（即从
文化的视角看技术）和文化技术论（即从技术的视角看文化）两种审视角度。但无论从
哪种视角来看，文化与技术在结构与内容上均相互对应、相互融合。张明国[44]认为文化
与技术均包含三个层次——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即文化是由文化器物、文化制度
和文化观念所组成，而技术是由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和技术观念所组成。可以看出，文
化在技术上的映射体现技术受控于文化，技术对文化的承载体现了文化依赖于技术，二
者间存在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展开了对技术文化相互作用的类型、方式以
及过程等研究。张明国[44]探究了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间的作用关系，认为技术转移是发
展中国家实施跨越式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技术器物的超前转移则会造成技
术制度与技术意识形态的相对滞后，由此产生文化摩擦现象。高剑平等[45]认为诱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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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的因素不仅包括技术转移物的超前进入，还包括具体制度、宗教信仰乃至思想观念
冲突。韦丹芳等[46]则引入“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认为在实施技术
转移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被转移的技术器物的科学性和功效性，还要充分考虑当地
使用者的知识背景、劳动技能以及社会组织等因素。
2.2 分析框架
2.2.1 综合概念模型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地理范畴，国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
区别出来的领土，也是政治地理学名词。国家
包含了多种社会要素，反映到与技术应用的相
互关系上，可大致分为制度、经济和文化3个层
面。胡志良 [47]认为这些社会要素与具体的技术
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影
响和作用，并提出建立“社会—技术文化系统
论”是正确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关键。以
Trist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19-20]同样认为须将技
术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共同考虑。综合既有学
者的观点，本文构建“制度—经济—文化—技
术 ” 锥 形 平 衡 系 统 （Institution- Economy-
Culture-Technology System, IECT），其中制度、
经济、文化和技术是相互嵌套、相互支撑、相
互制衡的不同子系统（图 1），将研究视角进一
步聚焦到技术系统上，对 IECT平衡系统进行解
构，发现其存在3个主要特征：结构性、阶段性
与上升性（图2）。

（1）结构性。IECT系统具有内在适应性结构。具体而言，处于某个发展阶段的国家
具备特定的制度、经济和文化条件，映射到技术系统上表现为“制度保障层”“经济发展
层”和“文化认同层”。在此大环境下，能普遍适应并广泛应用的技术具备一定的层级范
围，其中最先进的技术为“技术层上限”，最落后的技术为“技术层下限”，在此范围内
IECT系统处于平衡结构，各子系统间能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制度系统能为技术应用
提供权力和保障，经济系统能为技术应用提供物质与财力支撑，文化系统能为技术应用

图1 “制度—经济—文化—技术”

锥形平衡系统
Fig. 1 Pyramid-shaped balance system of institution-

economy-culture-technology

图2 制度—经济—文化—技术系统特征图解
Fig. 2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institution-economy-culture-technolo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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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必要的国民认同与特定价值观，而适应的技术系统可对制度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
系统分别起到重构、推进以及塑造的作用；反之，若某种高于技术层上限的技术或低于
技术层下限的技术转移到 IECT平衡系统中，则会造成制度、经济、文化系统的不适应，
最终导致 IECT系统的失衡。

（2）阶段性。IECT平衡系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可将 IECT平衡系
统的演化分为n个发展阶段，其中技术层次分为m+1个阶段；阶段n的技术层下限为技术
m，技术层上限为技术m+1；阶段n+1的技术层下限则为技术m+1，技术层上限为m+2；
以此类推，技术与制度、经济、文化在演化过程中构成不同阶段的 IECT平衡系统。

（3）上升性。IECT系统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并呈现出演化模式的多样化与结果
分异。某个子系统的升级则成为推动 IECT系统螺旋式上升的动力，但某子系统的升级须
区分动力差异，即原有路径的长期积累或外来势力的突然干预，这种差异促使子系统的
升级形成渐进式和跨越式的分异。渐进式是上个阶段持续发展的质变，是制度、经济、
文化和技术 4 个子系统长期发展、内生作用的结果，两个阶段不同系统之间的势差较
小，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结构中普遍存在，“持续”“渐进”和“稳定”是重要特征。跨
越式是上个阶段发展的突变或外来力量的突然介入，由于外部的干预或引入，使某个子
系统出现势差的突然变化，并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与重构。“外部进入”则形
成“转移”，突变则形成“跨越”，影响则是“破坏性”。但原有基础并不一定适应这种突
然变化，这就促使既有平衡系统突然失衡，“加速”“差距”和“失衡”是重要特征。
2.2.2 基于铁路的概念模型 铁路是国家体系的重要构成物质要素。因铁路的跨越空间
大、涉及产业多、服务层面广，是一种关联制度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和技术要素
的集合体，是一种集空间网络、社会文化、经济产业、技术标准等各种内涵的空间载
体，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国家既有系统进行重塑。本文重点分析国家制度—经济—文化
系统对铁路技术系统的适应性关系，以此对上文的 IECT系统进行修正形成以铁路为“叠
加”的系统模型（Railway-Institution-Economy-Culture System, RIEC）。只有铁路技术与
其他各子系统间相互适应，才能使RIEC系统保持平衡与稳定，确保铁路的正常运转与综
合效益。

本文的重点是考察铁路“技术—环境”摩擦，聚焦分析铁路技术变化与属地制度、
经济、文化系统的适应性关系。这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支撑”“制衡”和“嵌套”[48]。

“支撑”表现为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服务、相互配套，“制衡”表现为各子系统
之间相互约束、相互限制和互为条件，“嵌套”表现为有形和无形的相互存在[25, 48]。RIEC
系统的变化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强调系统主体对环境条件的各种刺激或不适应性做出反
应，当主体的主动调整达到某种程度时则引起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其效应则是

“风险”或“升级”。从适应性的属性来看，“保障”“支撑”“制衡”和“嵌套”的综合作
用促使RIEC系统呈现正向和负向两种适应性，并产生不同结果即摩擦效应。① 正向适
应性。主要表现为制度、经济、文化系统对铁路系统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能够满足铁
路建设运维的多数需求，铁路与3个子系统之间形成“协同互促”关系，RIEC系统处于
平衡状态，其效应是铁路发展的综合效益较高、问题较少，更宏观的效应是国家进步。
② 负向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制度、经济、文化系统对铁路系统具有约束和遏制作用，难
以满足铁路建设运维的基本需求。这种“遏制”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之内，铁路与3个
子系统间仍保持一定的适应能力，不会引起本质性的结果或摩擦效应，但RIEC系统的效
率效益较低。超过限度，铁路与3个子系统间则形成“阻滞”关系，RIEC系统处于失衡
状态，其外部效应是铁路发展困难、效益较差甚至面临风险。

1174



6期 王成金 等：铁路技术跨越式转移的制度—经济—文化适应性

按照“适应性—摩擦效应”的思路，深入解析RIEC系统的作用机制，重点分析制
度、经济、文化系统对铁路建设运维的适应性机制（图3）。① 制度系统。制度系统为铁
路建设和运输组织提供政治支撑、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具体包括政治支持、法律制
度、运维监管、行政执法、事故调查等方面[50]，适应性主要表现为“支撑”和“保障”。
政治支持直接关联铁路项目的地位及建设进展，稳定支持有利于铁路顺利建设，而波动
变化则导致铁路项目处于摇摆甚至烂尾状态。法律基础包括铁路法、铁路运输法则、铁
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应急处理法则等，涉及铁路建设、运输、维护和赔偿等各方面，
是否具备这些基本法律导致铁路系统与制度系统的摩擦效应是“处于高效运维、或瘫痪
甚至废弃状态”。制度系统对铁路适应性的缺失所产生的“结果”或外部效应是铁路建设
缓慢、运营安全难以保障。② 经济系统。铁路建设运维涉及多种经济活动，包括国家财
政、外汇储存、产业配套、货物供给、海关检疫等[51]。经济系统需要为铁路提供基本的
财力支持，为铁路建设提供钢轨、信号设备等原料，为铁路运营提供车辆、配件等设备
及零部件，为铁路运输提供旅客与货物。经济系统与铁路系统的适应性表现为“保障”
和“嵌套”。国家缺少财力或配套产业，则无法为铁路建设提供持续的资金，无法提供基
本的原料和货源，其外部效应是铁路建设难以完工和运维难以保障。须指出的是，国内
财力与国际贷款、配套产业与进口、货运与客运可形成替代效应。③ 文化系统。文化系
统为铁路建设和运营提供价值观认同，包括铁路知识认知、沿线部族习俗和居民认同、
职业价值观等方面[52]，其适应性表现为“支撑”。国家和居民是否对铁路具备认知水平，
决定了铁路建设的潜力与运维的安全性，负向适应性的摩擦效应是铁路建设困难与安全
风险较大。铁路沿线地区的居民生活和生产习性需要随铁路建设运维而做出适应性调
整，将属地文化与铁路生产相适应，负向适应性的外部效应是铁路运维的安全水平[53]。

图3 铁路技术—制度—经济—文化平衡系统
Fig. 3 Railway technology-institution-economy-culture bal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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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严格的运维纪律与富有担当的职业精神是铁路工作的基础，
否则其外部效应则是低效率与高风险运营。
2.2.3 铁路技术与文明形态 综合国内外的发展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大致经历了农业文
明、牧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等若干文明形态[54]。而铁路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蒸汽机时代、内燃机和柴油机时代、电力机车时代和高速铁路时代[55]。铁路是典型的工
业化产物和表征物，铁路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之间大致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基
于此，本文试图进一步构建RIEC系统演化的理论框架（图4）。具体而言，将RIEC系统
分为3个阶段，即农牧业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3个阶段形成递进的关系，
这符合复杂适应系统的一般性特征[49]。① 农牧业阶段。以农牧经济为主，几乎没有工业
基础；尚未建设铁路，无铁路立法与相关安全保障制度，铁路认知尚未形成，缺乏铁路
技术应用文化，无铁路运营安全等社会意识。② 工业化阶段。以工业经济为主，具备较
好的工业基础与产业体系，形成较高的制造业水平与市场环境；拥有较为系统的铁路
网、铁路运输网与管理系统；具备较好的配套产业、技术保障及人力资源；拥有铁路基
本法与安全保障制度；铁路认知已形成，具备较好的铁路应用和保护认知，形成各具特
色的铁路文化。③ 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基础较为夯实，先进制造业成为发展主流；拥有
成熟的铁路法规制度；具有成熟的铁路认知与保护意识，形成成熟的铁路文化。

图4 RIEC系统演化理论框架
Fig. 4 Evolutionary framework of railway-institution-economy-culture system

1176



6期 王成金 等：铁路技术跨越式转移的制度—经济—文化适应性

理论上，上述各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铁路技术。其中在农牧业阶段，能够与
农牧制度—经济—文化相适应的铁路技术层下限为“无铁路”，上限为“非电气化铁路”
（蒸汽机、内燃机及柴油机均为非电气化铁路）；在工业化阶段，能够与工业制度—经济
—文化相适应的铁路技术层下限为“非电气化铁路”，上限为“电气化铁路”；在后工业
化阶段，能够与后工业化制度—经济—文化相适应的铁路技术层下限为“电气化铁路”，
上限为“高速铁路”。在这3个阶段的平衡体系中，“渐进式”的技术进步或技术转移将
维持RIEC系统的平衡，“跨越式”的技术进步或技术转移将会造成制度—经济—文化的
不适应，最终导致RIEC系统的失衡。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差异
性，与铁路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并非是完全对应的。尤其是仍处于农牧业阶段或工业化初
期的部分国家，在后工业化国家已具备应用电气化铁路和高速铁路的技术背景下，纷纷
跨跃式输入高于其技术层上限的铁路技术，形成国家发展阶段与铁路技术的错位。这促
使RIEC平衡系统出现由外来干预引起的突变式演化，形成铁路技术与制度—经济—文化
系统的势差，造成显著的“不适应性”，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RIEC系统的失
衡现象在非洲、东南亚、拉美及中亚等地区均有所体现。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对象为亚吉铁路，研究区域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以埃塞俄比亚为主。

① 亚吉铁路全称为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为横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的国际铁
路，西起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至吉布提的吉布提港。该铁路为埃塞俄比
亚的出海通道，也是吉布提港连通东非腹地的主要通道。2014 年 5 月亚吉铁路开始铺
轨，2015年6月铁轨全线铺通，2016年10月正式通车，2018年1月投入商业运营。该铁
路全长751.7 km，西段为中国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铁二局）承建，东段为中
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土集团）承建。该铁路为中国标准的二级电气化铁
路，设计时速为120 km/h。② 研究区域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均为非洲东部国家。亚
吉铁路虽横跨两国，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分布里程约为670 km，占比为88.2%，吉
布提的铁路里程较少，仅占比12.8%。因此本文主要以埃塞俄比亚为研究区域。③ 亚吉
铁路的客运设计时速为120 km/h，货运为80 km/h。亚吉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吉布提港
到亚的斯亚贝巴的公路运输时间为7 d，亚吉铁路开通后压减至10 h，极大地提高了运输
效率。
3.2 数据来源

本文资料与数据主要源于实地调研和访谈：① 在2019年5月16—26日参与了埃塞俄
比亚和吉布提的国际考察，共计 10 d。② 围绕亚吉铁路，先后对中土集团）、中铁二
局、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准轨距股份公司、吉布提港、招商港口集团、华西工业园、
东方工业城等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会议座谈，涉及铁路建设企业、铁路运维企业、物
流企业、海关、内陆干港、港口和铁路主管等部门及铁路运输用户。在论文写作过程
中，作者对上述企业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电话和E-mail访谈，进行资料补充和核对数据。
③ 调研内容涉及亚吉铁路的技术指标、建设历程、投融资结构、运维与安保、产业配
套、物流海关、社会责任，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的资源禀赋、自然地理环境、国家
发展历史、地方部族、国家体制、政权结构、经济结构、产业基础、文化形态等各方
面。④ 部分数据源于中土集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等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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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吉铁路运营维护管理方案》与已发布的新闻报道等。在此基础上，整理亚吉铁路建设

运营的信息，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的社会经济数据源于联合国官方网站。

4 亚吉铁路的案例分析

4.1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发展阶段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是亚吉铁路RIEC系统的空间作用地域。如前文所述，铁路技术

首先与发展阶段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因此首先分析国家发展阶段。从发展阶段的演化

过程来看，埃塞俄比亚处于农牧业阶段，吉布提处于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① 制度

系统。埃塞俄比亚为联邦制国家，2000年以来埃塞俄比亚创建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

联邦体，由多数党或政治联盟联合组阁。民族部落众多，各民族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域，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形成2个自治行政区和9个民族州，但民族关系复杂，地区

性冲突和暴力发生频繁[56]。地方政府的权力较大，许多行业尚未具备法律法规，进出口

贸易实行垄断。吉布提有9个政党，实施总统制。② 经济系统。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均

位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以农牧业为主。尤其是前者为典型的农牧业国家，农业产值占

GDP总量的50%，适牧地超过国土面积的50%，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20%，牲畜存栏

总数居非洲之首、世界第十，农牧民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85%以上。吉布提处于畸形服

务业发展阶段，经济以寄生于国外驻军港口的服务业为基础，耕地极少，牧民约10万，

占吉布提总人口的 10.6%，交通运输、商业和服务业（主要是港口服务业）占 GDP 的

80%，工业基础微乎其微。③ 文化系统。农牧业和部族体制决定了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

有着浓厚的游牧文化，铁路设施和铁路运输活动长期缺失导致铁路职业文化缺失，这促

使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未能形成铁路文化。

4.2 亚吉铁路的跨越式转移

对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而言，亚吉铁路是一项“跨越式”的技术转移。首先，亚吉

铁路的投融资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两优贷款，其设计和承建、运营均由中国企业来承

担，承担方为中土集团和中铁二局。亚吉铁路的轨距、机车、通讯、材料、路基等均采

用中国技术标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首次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铁路。这

表明亚吉铁路是外部技术的输入，而非内部自然演进和渐进过程的结果，属于技术转

移。其次，亚吉铁路运用的是电气化铁路技术，设计时速120 km/h。电气化铁路属于水

平较高的技术类型，在RIEC系统演化理论框架中属于工业化阶段的技术层上限和后工业

化阶段的技术层下限。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长期以来未能形成铁路技术积累、土建队

伍、经营管理队伍和技术标准。亚吉铁路的电气化技术与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的既有技

术基础形成显著的“技术势差”和“断层”，体现了技术应用的“跨越性”特征。

4.3 亚吉铁路RIEC系统失衡

运用前文的概念模型对亚吉铁路与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两国的RIEC系统状态做出判

别。埃塞俄比亚仍处于农牧业发展阶段，吉布提处于畸形服务业发展阶段，铁路技术基

础薄弱甚至空白，与之相适应的铁路技术为“无铁路”，而亚吉铁路属于“电气化铁

路”，因此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属于为“跨越式”的技术转移。根据前文模型，可以判

定亚吉铁路与两国发展阶段形成明显的错位，亚吉铁路的RIEC系统处于失衡状态，以

“不适应性”为主。两国既有的制度—经济—文化系统难以为亚吉电气化铁路提供保障、

支撑和认同，最终导致RIEC系统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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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吉铁路的制度—经济—文化适应性分析

上文的分析旨在厘清亚吉铁路是农牧阶段下的技术“跨越式”转移，并依据RIEC系

统模型判断其处于结构失衡态势。为了能够进一步廓清技术“跨越式”转移下的制度—

经济—文化适应性，下文将调研内容、访谈资料与RIEC系统模型相结合，论证亚吉铁路

的制度适应性、经济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

5.1 制度适应性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对亚吉铁路的制度适应性差，在政治体制、法律法规、制度规

则等方面产生了诸多不适应。

（1）政治层面。亚吉铁路是一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与中央政府

政策的连贯性对其建设与运营至关重要。但执政政府的频繁更迭导致国家对亚吉铁路的

态度发生变化。从亚吉铁路的项目商谈、立项到铺轨、全线贯通，再到商业化运营，埃

塞俄比亚先后更换了三届总理，亚吉铁路建设和运营在政府高层的支持力度上面临着反

复波动。这种不适应性的结果是亚吉铁路的系列问题处理处于摇摆状态，对铁路建设运

维的影响日渐显现。

（2）法律层面。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基础，但法律体系的完善水平

是由工业化进程所决定。埃塞俄比亚法律体系不健全，同时执法部门权限不明确，执法

力度差，导致社会治安长期不稳定，对铁路设施的偷盗、破坏行为频发，不利于亚吉铁

路的长期安全运营。

（3）制度层面。亚吉铁路的建设和运维需要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埃塞俄比亚

和吉布提均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缺乏与铁路管理与运维有关的专项制度和管

理部门，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这

种不适应性导致亚吉铁路的运输管理、设施设备保护、事故处理等方面均缺乏制度支

持，造成东道国对亚吉铁路的制度适应性差。

5.2 经济适应性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对亚吉铁路的经济适应性差，在国家财力、产业体系、市场供

需等方面产生了诸多不适应。

（1）财力层面。亚吉铁路使用电气化技术，其建设与运营需要强有力的财力支撑。

但埃塞俄比亚以农牧业为主，经济规模较小，财力基础薄弱，特别是外汇较少，无法承

担铁路建设和运维的投融资，这种不适应性的外部效应是资金缺乏。特别是在坚持“高

标准技术”的追求下，不得不删减全线封闭、立交等设计标准，以实现“成本控制”的

目的。这种不适应性的结果是亚吉铁路形成全线开放，对安全运营和行驶速度造成了极

大制约。

（2）产业层面。亚吉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是工业化全产业链的系统工程，从原材料供

应到零部件配套，跨行业门类众多，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工业支撑体系。由于未经历系统

的工业化建设，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基本的工业部门，如冶金、

机械、能源、化工等基础原材料工业，未能与亚吉铁路建设、运维形成产业链环境，铁

路系统与产业系统严重失衡。这种不适应性导致亚吉铁路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运营和

维护的设施设备甚至零部件均缺少本国配套，严重依赖进口。同时，能源供给严重不

足，难以保障亚吉铁路电气化设施的持续运转，制约其运营的稳定性。这种不适应性的

摩擦效应是亚吉铁路的技术环境被不断“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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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层面。铁路运力供给与经济系统的运输需求是互为匹配的，任何一方的缺
失均会导致运输供需关系无法形成。工业化缺失与经济体量较小促使埃塞俄比亚难以产
生规模化的运输需求，铁路与货源系统失衡，这种不适应性的外部效应是铁路货源不
足、运量小、经济效益低。同时，埃塞俄比亚规定所有进出口业务均由埃塞俄比亚航运
公司承担，实施进口贸易和物流市场权利的垄断，该企业经营亚吉公路卡车运输，而且
亚吉铁路不能报关。这种不适应性促使多数企业选择亚吉公路卡车运输，加剧了亚吉铁
路货运量不足。
5.3 文化适应性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对亚吉铁路的文化适应性差，在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技术认
知、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了诸多不适应。

（1）知识层面。亚吉铁路是一项十分复杂、专业的技术项目，对于建造与运维而
言，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素质的技术人才。然而，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文化教育与职业
教育水平低，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甚至连亚吉铁路的业主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准
轨距股份公司（EDR）对铁路建设、铁路运营、安保工作、设施维护等方面都不具备专
业性。一方面，几乎不具备相应的技术人员，如铁路乘务员、机车司机、维修人员、技
术人员等，完全依赖中国提供培训，甚至直接输送人才；另一方面，两国铁路职工对铁
路管理和工作制度缺少认知，缺乏铁路管理的基本经验。这些都对亚吉铁路的文化适应
造成了巨大阻力。

（2）习俗层面。行驶路径不受干扰是铁路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尤其对于电气化铁
路而言，较高的行驶速度对路况的要求更为严苛。但是，长期以来亚吉铁路沿线部族仍
保持着自由流动的游牧生活，沿袭长期形成的游牧习惯，沿铁路线自由放牧，居民、车
辆和牲畜自由穿越铁轨。这种不适应性的结果是人畜事故频繁、列车经常滞留，铁路时
刻表无法严格执行。亚吉铁路为了尊重沿线部族生产生活习惯而修筑了 220 个平交道
口，甚至为了满足不同季节的游牧和洪水—枯水季节的牲畜流动变化而设置多个道口，
而减少平道口设置是铁路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严重制约了亚吉铁路的运输效率，运营时
速远低于设计时速。

（3）思想层面。电气化铁路的运维管理工作是十分严谨且苛刻的，铁路工作者需具
备相应的职业观与责任感。但是亚吉铁路业主所雇佣的大量本国劳工职业操守差，责任
意识弱，缺乏敬业精神和职业担当，不能严格遵守技术细则，未能形成工作时间观念，
经常脱岗，导致部分铁路工作岗位形同虚设，铁路运维管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6 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技术跨越式转移已成为普遍现象，技术与
环境本底间的适应性成为了核心问题。研究认为，制度、经济、文化和技术共同组成并
维系着一种平衡系统（IECT系统），该系统具备结构性、阶段性和上升性。以铁路技术
为核心，通过聚焦与修正构建RIEC平衡系统模型，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下，能够适应的
铁路技术水平不同。以亚吉铁路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亚吉铁路技术与两国的社会
发展阶段形成明显错位，RIEC系统结构失衡，属地国的制度、经济、文化与亚吉铁路之
间产生各类不适应表现，论证了所构建的理论模型。

亚吉铁路的“跨越式”技术转移是“一带一路”宏观背景下，中国铁路积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的缩影和典范，近年来中国铁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均形成“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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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技术转移，铁路技术与属地国制度、经济、文化系统之间已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

不适应性。中国企业应当关注属地国技术应用环境的差异，合理规避因铁路技术跨越式

转移而引起的问题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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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t a certain stage is an outcome of a long- term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process, which forms a mutually adaptive state of development among
the main national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 economic,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An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breaking through the original level will cause a disorder among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 cultural- technological systems (IECT system), and produce the
frictional effect of technology-environ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nceptual model on the
complex system among the institution, economy,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nd analyzed its
major features. Then, we simplified the above model into railway-institution-economic-cultural
model (RIEC system) and probed the adaptive mechanism between railwa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 cultural system.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the Addis Ababa-Djibouti Railway. This article insists that Ethiopia and Djibouti
had not experienced the large-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s an electrified railway, the Addis Ababa-
Djibouti Railway is a "spanning transfer"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re is a misplacement
between this railway and the developing stage of Ethiopia and Djibouti.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is railway brought out an obvious challenge for 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countri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inadaptability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unbalance of RIEC system.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China's enterprises to construct railways and spread China's
railway standard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Keywords: railway technology; spanning transfer; balance system; adaptability; Addis Ababa-
Djibouti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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